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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文獻 

的爭議：美國「機器政治」 

分析途徑的啟示 

吳重禮* 

摘  要 

近十餘年來，地方派系研究似乎蔚為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顯學之一。

在這些派系政治的學術著作之中，研究者對於若干關鍵議題往往抱持迥異

的觀點。大體而言，其可歸納為三個面向，分別是派系的定義、派系的起

源，以及派系的運作與目的。針對這些面向，本文扼要回顧台灣地區派系

政治的研究文獻，檢視不同的學說與論述，並分別提出其優點與限制之

處。其次，由於美國都會地區的「政治機器」與台灣地區地方派系的特徵

及其運作有諸多雷同相似之處，本文嘗試引介 William J. Grimshaw 對於機

器政治研究的歸類及其意涵，其分別為經濟學研究途徑、社會學研究途

徑，以及政治學研究途徑。依據其觀點，經濟學研究途徑偏重於經濟利益

的「極大化」與「交換」；社會學研究途徑則著重於次級團體的「聯盟建

構」與「代表」；政治學研究途徑探討的重心則為「菁英自利動機」與「權

力取得」。倘若藉由此歸類架構檢視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的研究文獻，吾人

可以發現，迄今研究者多以經濟學研究途徑與社會學研究途徑為切入點。

本文以為，學者應多考量以政治學研究途徑剖析地方派系政治，將研究焦

點置於地方派系的組織利益與領導菁英的個人利益，並且分析這兩者之間

的落差，相信這是值得關注的課題。 

關鍵詞：地方派系、政治機器、選舉動員、侍從主義、提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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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如果我們問，近十餘年來，我國社會科學界相當熱衷、或者經常被提及的研究

主題為何，答案可能是派系政治
1。如果我們再問，哪一個研究題目所累積的學術

文獻相當豐富，尤其是碩博士學位論文，答案可能還是派系政治2。倘若我們繼續

追問，哪一個研究議題經常引起爭議而無法獲致學界的共識，答案應該仍是派系政

治。 
回答前面兩個問題的理由，應該是相當容易的。由於在政治與經濟資源分配方

面，地方派系經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早已成為社會各界和媒體廣泛探討

的對象，當然亦引發諸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關切，且迄今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細究這些文獻，若干研究者係著重在一個或數個縣市的派系政治運作為研究對象。

然而，值得說明的是，在若干研究著作中，派系政治並非其探討的主軸，而是附屬

在其他相關議題之中，這些議題諸如威權統治模式、社會網絡、組織動員、政治民

主化、選舉制度、提名制度、選民投票行為、地方政府與政治、決策模式與立法行

為、社會資源分配過程，以及政黨運作與競爭等，不一而足。假若我們說，派系政

治研究的蓬勃發展，使得該領域幾乎蔚為目前國內社會科學研究的顯學之一，似乎

並不為過。 
相較於前面兩個問題，回答第三個問題似乎較為艱難。迄今，這些派系政治的

研究爭議，依筆者淺見，主要環繞在三個面向，其分別為派系的定義、派系的起源，

以及派系的運作與目的。個人以為，這些派系政治的爭議主要源自於不同的研究途

徑所致。或許，藉由瞭解這些研究途徑的特質與差異，將有助於吾人擴張思考的範

疇，並且奠定比較研究的基礎。 
在此，本文擬探究數項相關議題。首先，針對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的三項面

                                              
1  本文所論及的「派系」與「派系政治」，主要著重於台灣地區縣市層級或鄉鎮市層級的地方 
派系。至於中央層級的派系（或稱為派閥）、立法院次級團體、國民黨內部路線之爭（如早 
期的 CC系、軍統、孔宋集團、政學及團派等五大系，以及新近的主流派 vs.非主流派、本土 

派 vs.非本土派），以及民進黨內部意識形態與路線之爭（如新潮流系、美麗島系、台獨聯盟、
福利國連線、正義連線等），儘管這些「派系」在政治經濟資源分配方面經常扮演重要的角 
色，但並非本文探究的主題。由於這方面議題牽涉範圍甚廣，作者才疏，不易詳述，為避免 
掛一漏萬，且並非本文研究主題，故在此不加多述（諸多文獻有相當詳盡的陳述與說明，建 
議參閱郭廷以，1980；陳翠蓮，1995；黃德福，1992；若林正丈，1994；Arrigo, 1994；Chao and 
Myers, 1998；Hood, 1996；Huang, 1996；Wu, 1995）。 

2  必須強調的是，作者並無實證統計資料說明近年來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相關研究文獻的數量， 
故僅憑個人判斷。在此，本文主要在於強調派系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且已引發學者、學子的 
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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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爭議，論述各家學說的觀點及其差異。其次，本文將扼要引述 William J. 
Grimshaw (1992) 對於美國「機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不同研究途徑的歸類及

其意涵，其分別為經濟學研究途徑、社會學研究途徑，以及政治學研究途徑。個人

以為，儘管「政治機器」（political machine）與我國地方派系的形成與背景容有不

同，但是兩者的基本特徵及其運作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 Grimshaw 所提出的歸類

方式與相關概念，對於我國派系政治的研究應頗具啟發意義。因此，本文將嘗試透

過該歸類，藉以分析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文獻的觀點與異同。綜言之，藉由

Grimshaw 的歸類架構，吾人可以發現，研究者多以經濟學與社會學研究途徑為切

入點。本文以為，以政治學研究途徑剖析地方派系政治，是項值得關注的課題；換

言之，將研究焦點置於地方派系的組織利益與領導菁英的個人利益，並且著重這兩

者之間的差距。 
必須強調的是，本文僅定位為一項初探性質的研究，旨在激發學者、學子對於

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的思考，或可視為拓展派系政治的研究領域。事實上，對於

許多關鍵議題，本文尚無法提出周延的論述，疏漏之處必多，惟希望藉此引發學界

更多的關注。 

貳、「派系政治」研究文獻之評析 

邇來，探討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的學術著作甚多，然而，研究者對於若干議題往

往抱持迥異的立場。大體而言，可歸納為三個面向，分別是派系的定義、派系的起

源，以及派系的運作與目的；相關說明，茲摘述如表一所示。必須強調的是，這些

面向所衍生的問題往往相互糾葛，互為牽連，並不宜截然劃分。某一項面向所蘊含

的意涵，往往與其他面向有若干重疊之處。在此，為清楚地呈現討論議題，始將其

區分為三種面向。茲針對這些面向分述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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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的經濟學與社會學研究途徑之比較 

 經 濟 學 研 究 途 徑 社 會 學 研 究 途 徑 

派 系 定 義 垂直性二元非正式組織群體，或稱為

侍從主義，其係基於酬庸者與隨從者

的利益交換，主要緣起於兩造之間的

權力、政治地位、財富、社會影響力

之差距 

血緣（如宗親）、姻緣、語緣、地緣

（如鄉誼）、宗教祭祀（如廟會慶

典）、教育背景（如同學），或者職

業關係（如同事）等，各種社會人際

網絡為基礎的結合 

派 系 起 源 執政者為了政權鞏固之故，而「由上

而下」蓄意創造，如雙派系主義，其

主要透過兩項手段：在政治上，透過

候選人提名防止派系的坐大；在經濟

上，藉由壟斷性經濟特權操縱派系 

「由下而上」自然形成，亦即派系的

存在與發展模式有其自發性因素，諸

如地方鄉紳勢力的延伸、宗教慶典鄉

民人情關係的延續、個人經濟生活缺

乏安全感故尋求集體交易、私人械鬥

與地方菁英恩怨糾葛、自我族群認定

的對立與衝突等 

派系運作與目的 派系以政治忠誠交換與鞏固壟斷性

經濟特權 
主要藉以建構與維繫社會網絡，獲致

政治利益與經濟特權則為其附屬目

標 

一、派系的定義 

一般而言，「派系」（faction）指涉的是一個組織中的次級團體。至於更為嚴

謹的學術定義，主要呈現兩種觀點的論辯。一方面，若干學者嘗試發展一種得以放

諸四海而皆準、運用於不同政治社會體系、抽象程度較高的定義。另一方面，部分

研究者則試圖依據特定政治生態與文化背景，設立得以套用本土性質、實際適用程

度較高的定義。 
在抽象程度較高的定義方面，部分學者偏好援引 Carl H. Landé (1977: xiii) 的論

點，其認為派系乃是以主從關係為基礎的「二元非正式組織群體」（dyadic non- 
corporate group）（引述 Landé 的定義運用於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的主要著作，建議

參見陳明通，1999：13-19；陳東升，1995：137-138；Tien, 1989: 164）。此二元關係

的建立是基於「兩者之間『利益』（favors）交換，以及提供即時『需求』（need）
的自願性協議」（Landé, 1977: xiv）。基本上，此主從關係所呈現地是一種垂直性

的二元結盟，其中「結盟雙方的社會地位、權力，或是資源等並不均等⋯，因而彼

此在結盟關係中亦有上下之分」（Landé, 1977: xx）。在二元結盟關係中，居於上

位者稱之為「酬庸者」（patron），居於弱勢的一方則為「隨從者」（client）；此

種垂直二元結盟關係可簡稱為「侍從主義」（clientelism）。 
依據侍從主義的邏輯，利益交換是凝聚二元結盟關係的基礎。主從關係的建立

往往緣起於兩造之間在權力、政治地位、財富，抑或社會影響力差距所形成的結果

（Landé, 1977: xxvii；Powell, 1970: 412；Scott, 1972: 93）。因此，掌握較豐厚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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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酬庸者能施予隨從者實質利益。相對而言，隨從者所回饋的大部份是非實質

性的利益，其中最普遍的情況，乃是隨從者認同酬庸者「擁有決定兩造如何『互動』

（interact）與『合作』（collaborate）的支配性權力」（Landé, 1977: xxviii）。簡

言之，隨從者賦予酬庸者領導的地位，並且自願地服從酬庸者。與 Landé 持相似的

觀點，Andrew J. Nathan (1978: 390) 以上下從屬交換關係作為詮釋派系的主要標

準—「透過領導者與隨從者網絡關係所獲得的特定報酬，用以收買選票的群眾政治

組織」。 
相關研究文獻指出，在傳統社會或部落之中，此二元結盟派系中的領導者經常

得以有效組織與動員其追隨者（Belloni and Beller, 1978；Huntington and Dominiquez, 
1975；Nicholson, 1972；Powell, 1970；Scott, 1969, 1972）3。就政治面向而言，酬庸

者掌握或擁有途徑以獲得社會資源和物質利益，譬如公共財源、謀職、社區設施、

政治權力、解決個人困難，或者官方溝通管道等。針對選舉目的，酬庸者分配社會

資源給予隨從者以換取他們的結盟忠誠、支持、選票、拉票，以及競選活動的需要

（Huntington and Dominiquez, 1975: 44；Lerman, 1978: 136；Nicholson, 1972: 299）。 
顯然，以垂直二元結盟關係的界定派系的意涵具有多項的優點。首先，此項定

義相當明顯易懂，符合理論架構的「簡單性」（parsimonious）與「直接性」

（straightforward）之基本條件，而且具備相當程度的說服力。其次，二元結盟關係

的定義結合若干重要的政治概念（包括菁英策略、群眾心理取向與行為模式，以及

利益交換的理性行為），為派系政治研究領域提供了一個頗具價值的思考方向，奠

定比較研究的基礎。舉例而言，Nathan (1973, 1976) 嘗試以此界定中國的派系政治，

並分析早期北洋軍閥與中共統治時期的政治運作，同時亦將此派系模型套用於其他

政治體系。 
儘管如此，此項派系定義仍然存有若干的限制與不足之處，亟待進一步研究加

以補強。或許，最為人所批判之處在於，此種定義不免有流於狹隘之慮。基本上，

垂直二元結盟關係的派系定義係屬於「演繹途徑」（deductive approach）。其先設

定派系意涵，而後推導出描繪派系政治的基本特點，再以此檢證實際政治社會中的

非正式團體組織，凡與此意涵和基本特點吻合者即稱為「派系」，否則即排除在此

                                              
3  派系政治或稱為「派系主義」（factionalism）（其意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派系爭奪特定利益）
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特徵。實際上，派系主義在美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曾佔有不可忽視的 

地位，尤其在南部各州更甚（Key, 1949；Price, 1970；Sindler, 1955）。即使在民主制度已臻 
成熟的日本，派系政治依然在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和社會黨（Japan Socialist 
Party）這兩個主要政黨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Fukui, 1978；McNelly, 1982；Shiratori, 1988）。
根據福井春廣（Fukui, 1978: 56）的觀察，全國性派閥之間的結盟模式建構了日本政治的基本 
生態，「對兩個政黨〔按：自民黨與社會黨〕而言，派閥政治成為分贓高階黨職和政府公職 

的主要機制。總的來說，派閥傾軋和競爭決定黨內高層領導的甄補」。黨魁不僅是某派閥的 

領袖，同時亦是派閥聯盟的龍頭。每一派閥各自擁有資源和能力吸納支持的群眾，在選舉期 

間動員選民，以及在勝選後致力於攫取政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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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之外。在一項台灣地區長期田野調查研究中，J. Bruce Jacobs (1980: 69) 就直言

批評 Nathan (1973, 1976) 對於中國派系模式的研究，認為其較能適用於官僚政治與

議會政治，而較無法應用於區域政治的範疇。Jacobs (1980: 81) 認為，二元結盟關

係僅強調垂直對應關係，但是卻忽略相同層級之中，組織成員間平行對等的連結；

其指出，這種垂直隸屬與平行對等關係，均為台灣地區地方派系的重要特徵。 
再者，Landé (1973a, 1973b) 曾將垂直二元結盟關係套用於東南亞政治社會，並

提出形成侍從主義的四項條件：其一，與直系血緣體系相較之下，雙邊或者同族血

緣體系是雙向的，因此，在非血緣關係中，雙邊血緣體系比直系血緣體系更有可能

發展出雙向互動模式；其二，「與可利用的土地資源相較之下，缺乏人力資源」往

往有利於形成垂直二元結盟關係；其三，「私人暴力行為盛行⋯使用暴力來為個人

遭受的屈辱與傷害進行報復的概念」；其四，「在有限的社會資源分配中，一方得

利必然引起另一方相對損失的觀點」是凝聚結盟關係的基礎（Landé, 1973b: 119）。

針對 Landé 所提出的四項條件，Jacobs (1980: 52) 認為，除了第四項條件較為貼近

於中國社會實際情形之外，前三項條件在中國並不存在。其一，中國人的血緣關係

相當重視直系血統，所以不能期待中國人的血緣關係會使得中國人經常利用雙向模

式。其二，在中國大部分區域是人口勞動力過剩，但是土地資源明顯不足。其三，

崇尚暴力行為並不契合中國傳統社會價值；基本上，中國民眾經常試圖以和平方式

解決爭端，而非訴諸私人武力制裁。歸納而言，以垂直二元結盟關係界定派系，儘

管抽象程度較高，但是套用不同實際案例時，可能產生相當程度的落差。 
有別於前述這類抽象程度較高的定義，若干研究者則參酌特定地方政治的特

質，設定實際適用程度較高的定義。舉例來說，以台灣地區基層為範圍的地方派系

具有若干特徵。這些派系早期係以血緣（如宗親）、姻緣、語緣、地緣（如鄉誼）、

宗教祭祀（如廟會慶典）、教育背景（如同學），或者職業關係（如同事）等，各

種社會人際網絡為基礎的結合（陳明通、朱雲漢，1992：96；趙永茂，1997：238）。

一般說來，隨著工業化、都市化，以及伴隨而至的社經結構變遷，地方派系的發展

亦逐漸導入功利性結合的型態（趙永茂，1989、1996、1998）。綜合而言，台灣地

方派系乃是依循個人關係所建構的社會實體，其運作過程經常藉助於象徵利益（包

含情感性、文化性與社會性的結合）、政治和經濟誘因的補強。所謂象徵利益意指

「藉由情感宣洩或理念貫徹而得到的精神上成就，包含恩怨的平衡、kimogi 的爽
快、地緣與血緣的認同及政治理念的契合」（陳介玄，1994：5）。 

因之，從政治、經濟與象徵利益等多元價值的整合之下，建立起台灣地區地方

派系的架構與脈絡。基本上，派系網絡的運作取決於兩位或兩位以上的個人是否具

有私人情誼關係，或者擁有重要的認同基礎，進而結合成為特定派系成員（黃光國，

1987: 88-89；Bosco, 1994: 126-127；Jacobs, 1979: 239；Lerman, 1978: 108-109）。依

據一項的田野觀察，台灣地方派系涵蓋了派系網絡、樁腳網絡，以及俗民網絡；此

三個結構的網絡層級使得派系行動者（在實際名位上，其大多擁有正式組織的頭

銜，譬如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省議員、縣市長或議員、鄉鎮長或代表、鄉鎮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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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總幹事或水利會理事長）得以有效地動員派系成員與基層選民（陳介玄，

1994：2-4）。 
藉由觀察特定案例所發展實際適用程度較高的定義，詮釋派系政治的意涵，確

實相當具有解釋力。即令如此，筆者以為，這種看法亦有罅隙之處。首先，以個人

關係為基礎界定派系研究係屬於「歸納途徑」（inductive approach）（Jacobs, 1980: 
69）。其先觀察各種「派系」的真實社會現象，然後再界定派系特質、派系組織、

派系行為，以及實際政治運作。然而，這種強調以觀察為研究基礎的立論可能祇是

一種「局部解釋」（partial explanation），而它的解釋力只能適用於某些特定環境

之下的派系組織。換句話說，吾人除了以關係取向作為瞭解台灣地區的派系政治之

外，倘若嘗試進行跨國性比較研究，則亦須考量其餘可能形成派系的變數，譬如菁

英領導、文化背景、群眾結構、族群（或種族）議題等結構性因素。 
再者，以關係網絡界定派系的範疇，其所衍生的若干命題遭到相當的質疑。或

許，最為人所關注的議題在於經濟成長與派系發展之間的關係。依據派系為傳統地

區「人情」、「面子」、「地方團結」等為非正式結構的定義，吾人可以假定，隨

著社會結構快速轉型，地方派系的基礎將由嚴密與穩定，逐漸走向鬆動與解構（黃

德福，1994：88-89；Tien, 1989: 166-167）。之所以如此，其邏輯甚為清楚：隨著社

會環境迅速轉型，派系生態亦產生相當的質變。舉凡教育水準提昇、都市化發展、

傳播資訊大量繁衍、人口流動迅速，以及新興社區的蓬勃設立等，使得人民獲悉政

治訊息的管道多樣化，經此培養較強的「政治效能意識」（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擁有更高的政治知識與自主性，這種發展趨勢在在與傳統農業社會講究「面對面」

人際互動的方式南轅北轍4。 
然而，若干研究者發現，前項命題與實際情形存有落差。一項研究指出，在極

為偏僻或者都市發展程度最為低落的地區，反而缺少形成派系政治的基本利益條

件。在現代化與都市化程度最為發達的地區，民眾自主性甚高且人際網絡淡薄，故

缺乏派系得以動員傳統社會關係的條件，因此派系政治也不易發生。相形之下，在

現代化與都市化發展中期的區域，一方面已經具備足夠的利益基礎，另一方面仍存

在傳統社會的關係基礎，因此派系政治最為發達。以一九九八年台北縣議員與鄉鎮

市長選舉為案例的實證分析，其結論認為，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派系影響力亦

                                              
4  在各類的政治態度面向之中，政治功效意識乃是一項重要的心理成分，它是個人整體的價值 
觀念與信仰系統中關鍵的一環。所謂政治功效意識，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於政治過 
程必定有或者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civic duties）是值得的。
它是一種感覺，認為政治與社會的改變是有可能的，而身為一公民可以扮演相當的角色來促 
成這樣的改變」（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 187）。大體而言，政治功效意識愈高者，
個人政治參與的程度愈高；再者，多數公民的政治功效意識愈高，則遵守當權者所制訂和實 
施法規的意願愈高，因此政治體系統治基礎的「正當性」（legitimacy）將益形穩固。基本上，
政治功效意識的意涵與「政治疏離感」（political alienation）則恰成反向關係（Milbrath and Goel, 
1977；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Schwartz,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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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強（高永光，2000：57、74）。換言之，一般所認知，基於都市居民較具自主意

識，而且人際關係的互動較鄉村地區更為冷漠與疏離，所以派系影響力在都市地區

應低於鄉村地區；事實上，這種命題並不必然為真。 
前述所言，係摘述「派系」一詞的兩種定義。值得說明的是，部分研究文獻嘗

試兼容並蓄，同時採納這兩種定義。但是，平心而論，這些兼採兩種學說的研究著

作均未能有成。之所以如此，筆者以為，肇因於此兩種定義的性質與區別甚大，故

勉強結合將頗為生澀。甚者，依循不同的派系定義，往往對於其他面向產生相當程

度的影響；舉例來說，對於派系的起源、派系的運作目的之爭議，似乎就與派系定

義的差異有所關聯。 

二、派系的起源及其運作目的 

關於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研究的另外兩項主要爭議，是關於地方派系起源及其運

作的問題。針對派系起源的議題，研究者所提供的解釋約略可區分為「蓄意創造」

與「自然形成」兩類。在運作目的方面，持「蓄意創造」論點者傾向認為地方派系

旨在爭取「經濟特權」，藉以鞏固國民黨的政權基礎；反觀，持「自然形成」觀點

者則傾向認為地方派系著重於「人際關係」，主要藉以建構與維繫社會網絡，獲致

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則為其附屬。 
部分學者以侍從主義為切入點，其認為這種「酬庸者」與「隨從者」的垂直二

元結盟關係，不僅得以解釋派系內部成員之結構，而且足以擴大適用於國民黨威權

政權與地方派系之間互利、互惠的模式，故派系政治係國民黨為了政權鞏固之故，

「蓄意創造」而產生（Wu, 1987；朱雲漢，1992；陳明通，1995；若林正丈，1994；
丁仁方，1999）。依據這些研究者的觀點，當國民黨在接收台灣重建政權時，本土

菁英在二二八事件後多已潰散，對其政權並不構成威脅。然而，在缺乏與本土社會

的草根性連結，且為取得基層民眾信任的情況之下，國民黨必須籠絡地方領導人

物。故之，國民黨除了對於部份順服的本省世家給予象徵性禮遇之外，可以在一個

全新的體制基礎上網羅本土社會菁英。地方選舉即為一個重要機制，藉此與本土菁

英分享政治權力。此機制至少蘊含三項意義。其一，在地方上，造成菁英之間的競

爭與派系之間的牽制，而由國民黨扮演「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其二，透

過選舉提名的關卡，有效地將多數地方菁英及其社會關係都吸納至黨務組織。其

三，就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而言，至少在形式上，有所裨益，中央領導階

層無須歷經選戰，卻可坐享選舉的整體戰果（朱雲漢，1992：143-144）。 
過去幾十年來，台灣長期在國民黨中央威權統治的環境之下，大部份地方派系

領袖均依附於國民黨庇蔭之下（高雄縣黑派、嘉義市許家班為例外）。為確保統治

的正當性，執政的國民黨結合地方派系以維持其選舉優勢。作為國民黨選舉夥伴的

地方派系，則以選舉動員交換政治酬庸與經濟利益。確切地說，國民黨與地方派系

結合的侍從關係，一方面以政治民主化為代價來鞏固國民黨的政權基礎，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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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互賴互惠、共榮共生關係犧牲公共資源，來保障地方派系壟斷性的經濟特權。 
儘管扶植培養地方派系的形成，這種互賴互惠的關係有助於政權的穩定，但

是，另一方面，國民黨卻又必須處心積慮地遏阻派系勢力過度膨脹。其中，「雙派

系主義」（bifactionalism）或許是最為人所論及「以派系制衡派系」之策略（Wu, 1987: 
301-334；若林正丈，1994：139-146）。雙派系主義的維持，主要仰賴兩項工具：

在政治上，透過候選人提名防止派系的坐大；在經濟上，藉由壟斷性經濟特權操縱

派系5。 
首先，在候選人提名方面，國民黨必須衡量地方派系生態，輪流提名派系候選

人。以縣市長選舉為例，黨部通常以兩屆為基準提名派系參選，同時輔佐敵對派系

擔任縣市議長，而副議長人選又與議長分屬不同派系，使得雙方派系暗中較勁、相

互制衡。假如輪流執政的模式遭受挑戰，派系衝突益發尖銳，黨部為不開罪任何一

方，經常訴諸中央領導、地方碩望進行協調，避免黨內的鬩牆之爭，或者開放競選，

准許派系人馬報備參選，較勁對決。假若某派系有凌駕其他派系之趨勢，黨部可能

拔擢敵對派系成員，或者扶植新興派系，使其相互牽制，避免一派坐大獨霸地方政

壇。至於在民意代表選舉方面，地方黨部以選票動員評估派系實力，依此決定候選

人名額分配。在派系網絡與黨部組織嚴密的地區，黨部往往採取全額提名，或者局

部提名，預留有限「報備參選」空間使各派系相互較勁。在少數反對勢力興盛的選

區，國民黨經常以局部提名因應，輔選「黨友」（傾向支持國民黨的獨立人士），

使黨外候選人腹背受敵。 
其次，國民黨給予各個派系特定的壟斷性經濟特權，以確保其政治順從。根據

分析，地方派系的壟斷性經濟特權可歸納為數類：其一，政府特許的區域性獨佔經

濟資源，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非信用合作社（如生產事業合作社）、農漁會（信

用部門）、汽車客運運輸公司、廣播電台、觀光旅館業等；其二，省營行庫的特權

                                              
5  部分學者指出，國民黨蓄意型塑派系政治的一項證據，係台灣地區派系政治主要侷限在縣、
市、鄉鎮等地方層級。研究指出，此種情況與公職人員選舉選區的劃分有密切關連。國民黨

在戰後接收台灣初期即舉辦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從一九五 年和一九五四年起，分別開

放鄉鎮（市）長、縣市議員暨縣市長，以及省議員的公民直接選舉。這些省、縣市與地方階

層公職人員選舉，皆以縣市、鄉鎮（市）等行政區域為界限。在一九五九年中央增額民意代

表選舉跨越縣市行政區域時，地方派系網絡已深根廣植地盤據在各地（Tien, 1989: 165）。
再者，直到一九九四年省長及一九九六年總統普選之前，全國性的政府首長若非由中央派任

即是國民大會間接選出；因之，地方派系缺乏選舉機制串連成全島性的派閥。此外，派系囿

於地方層級的主要因素，乃是源於國民黨刻意壓制任何串連派系的意圖，以避免全國性派閥

威脅到國民黨的權威和整體利益。明顯例證是一九六 年雷震等人意圖籌組「中國民主黨」、

一九九 年以關中為首成立的「民主基金會」、一九九一年邱創煥發起的「國家發展策進會」，

以及宋楚瑜當選首屆省長之後，戮力部署「宋系」人馬以挑戰黨中央。這四波籌組全島性派

閥的行動，皆有相當程度的派系領導人和成員參與（吳重禮，1998：180-181）。然而，面
臨國民黨的全力肅清，這些組織運作紛紛瓦解。因之，在國民黨有限的容忍下，派系的結盟

層級往往框限在地方行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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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其三，省政府及各級政府的公部門採購利益或佣金，尤其是公共工程的包攬；

其四，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其又可區分為兩類，一為表面上合法

的假公濟私行為，譬如利用都市計畫或公共建設規劃進行土地投機炒作，另一為以

公權力掩護寡占性的非法經濟活動，例如地下舞廳與賭場的經營。其中尤以第四類

經濟特權對國民黨籠絡派系最為重要（朱雲漢，1992：151-52；陳明通、朱雲漢，

1992：82、89）。甚者，「地方派系的政治菁英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

地方資本。而政治轉型使得他們的勢力逐漸進入中央，形成利益聯盟或與全國性財

團形成聯盟，共同在決策體系影響政策」（王振寰，1996：11）。總體而言，掠取

經濟利益與物質資源即為派系運作的主要目的（王振寰，1996；陳東升，1995）。

地方派系隨著經濟利益分配多寡而興衰起落，在雨露無法均霑的情況下，派系為爭

奪有限資源若非更加依恃買票賄選進行動員，即是運用暴力鞏固票源。如此，派系

不免與財團金主、黑道人物掛勾，頗受訾議的黑金政治於焉產生。 
就相當程度而言，以「蓄意創造」解釋派系起源，以「經濟特權」說明派系運

作，確實頗具啟發性。再者，對於研究派系政治的基本架構，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

儘管如此，若干學者卻對此觀點不以為然，其認為這種論點顯然是預設立場，過於

主觀，與諸多台灣地區派系發展的實際案例相去甚遠（陳介玄，1994；蔡明惠、張

茂桂，1994；王輝煌、黃懷德，2001）。這些研究者主張，研究派系政治應該走入

基層，進行深度訪談與長期觀察。誠如一項研究直陳，「大部分的研究由於缺乏一

個比較長時期的研究視野，對於地方派系的動態變化，包括它們的源起問題，因而

都傾向一種『結構功能性』的解釋，也就是傾向從臺灣的政治結構出發，如『外來

威權政体』，從這裡來看地方派系所扮演的功能。⋯但是我們都知道功能式的解釋

是不能代替歷史性的解釋。地方派系對立在系統中所提供的功能，固然和它對促進

系統穩定的貢獻有關，但是卻不一定足以解釋它們的起源，因為起源的問題必須回

到歷史過程中才能理解」（蔡明惠、張茂桂，1994：127）。 
相對於前述「蓄意創造」、「經濟利益」之觀點，部分學者進行深度訪談與從

事田野調查，其認為，國民黨在台灣重建政權之前，部分區域早就已存在著地方派

系。之所以形成派系，有些是因為傳統地方鄉紳勢力的延伸，有些是因為宗教慶典

鄉民人情關係的延續，有些是因為個人經濟生活缺乏安全感故尋求集體交易，有些

則是因為私人械鬥、地方菁英恩怨糾葛，或者是因為自我族群認定（諸如閩客、彰

泉之分）的對立與衝突等，不一而足。換言之，地方派系係「自然形成」，其主要

基於血緣、姻緣、語緣、地緣、宗教祭祀、教育背景，或者職業關係等「人際關係」，

社會網絡的建構與維持，則為派系運作的主要目的（陳介玄，1994；蔡明惠、張茂

桂，1994；黃光國，1987；王輝煌、黃懷德，2001；Bosco, 1994；Jacobs, 1979, 1980；
Lerman, 1978）。簡言之，地方派系的存在與發展模式有其自發性因素，威權式侍

從主義至多是影響派系生態的原因之一。 
當然，獲得經濟利益可能是地方派系爭取的重要目的，但是絕非唯一動機，因

為派系所界定「利益」需求的構成是多元化，亦包括文化利益、象徵利益，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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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利益等。一項田野研究就特別強調「團結」（solidarity）與「面子」（face）對

於地方派系的重要性；其指出，「促使媽祖鄉〔虛擬地名〕政治領導人結盟的最根

本動機主要有兩項。一是追求社區內共同的目標—地方團結；二是為達到私人的目
的—爭得個人面子。其他的目的，例如贏得選舉謀得公職或建造新教室，都僅僅是
達到上述兩個最終目的的手段」（Jacobs, 1980: 61）。基本上，地方派系是特定群

眾為了「團結」與「面子」的目標，由人群關係將他們連結在一起的政治聯盟。 
無獨有偶地，另一份調查研究亦提出類似看法，「派系與樁腳之間，除了普遍

性的經濟利益連結之外，採用最廣的要算是象徵利益的連帶了。選舉所累積下來的

個人恩怨，對派系而言，雖是兩面刀，卻是不能不善用的一個資源⋯在此，我們強

調的是血緣與地緣在派系網絡的連結上，會轉化成象徵利益在起作用」（陳介玄，

1994：6）。再者，在一項屏東縣萬丹鄉地方派系的研究中，Joseph Bosco (1994) 主
要探討國民黨威權政權如何透過地方黨部人事與選舉制度安排，藉以影響派系生

態。文中，關於賄選買票現象著墨甚多，其亦特別強調派系組織私人情誼、人際關

係的重要性，而經濟利益為較為其次的。誠如其所言，買票可以區分為兩類：一種

為禮物餽贈性質，用以建立或鞏固選民與候選人之間的情誼關係；另一種則是「真

正的」買票，經由發放金錢以增加選舉得票數。概言之，前者是較為普遍使用的方

式（Bosco, 1994: 128-130）。 
儘管以「自然形成」與「人際網絡」解釋派系的發展與運作目的，確實與若干

實際案例相當契合，然而，這種論點亦有其不足之處。首先，「衝突」與「對立」

係所有政治社會的基本特徵，因此，為何有些地區較易產生派系政治，有些則不然？

為何有些特定群眾嘗試形成派系，訴諸集體行動，而有些則不然？在其他條件均相

同的情況之下，為何有些派系組織得以賡續長存，而有些則不然？其次，對於不同

派系領導菁英而言，「人際關係」、「面子」、「團結」的意涵可能皆不相同，其

優先順序的決策選擇亦有別。更確切地說，一旦這些因素相互衝突的時候，派系領

導人物的處理方式，究竟以何者為重，殊無定論。再者，派系團體的利益與領導菁

英的利益，這兩者之間可能形成落差。換言之，符合派系整體利益者，未必契合菁

英的利益；或者，反過來說，符合派系領導的利益，未必契合集體利益。這種情形

在諸多縣市層級派系中，是屢見不鮮的，其結果往往是派系內部的分裂與重組。 
綜言之，本節扼要摘述派系政治研究文獻對於「定義」、「起源」與「運作目

的」的各種論點。針對這些議題，學者嘗試提出不同解釋，但截至迄今，仍是眾說

紛紜，尚未有周全的解釋足以為多數學者所接受。之所以如此，個人以為，這些爭

議主要肇因於不同的研究途徑所致。為廓清此論點，筆者嘗試引介美國學界研究「機

器政治」的三種研究途徑。畢竟，派系政治的盛行並非台灣地方政壇的特殊現象，

在美國都會地區的「政治機器」曾經縱橫政治生態甚久。必須強調的是，個人絕非

認為他國學者觀點必然更具創見，只不過「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經由探討機器

政治的形成原因與運作情形，應可裨益我國學者引進相關概念與分析架構，檢證前

述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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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機器政治」的研究途徑 

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機器政治在美國諸多都會政治中，經常扮演

著關鍵的角色。其主要起源於自一八六○年代南北戰爭結束之後，工業化的迅速成

長，使得擔任州、地方政府職位成為擄獲經濟分配特權的捷徑。政治腐化貪污、購

買官職、「分贓制度」（spoils system）的惡風猖獗，政府官員習以犧牲公共資源

造福大型企業與利益團體（Gitelson, Conway, and Feigert,1984: 104, 111-114；Scott, 1969: 
1142-1158；Ranney, 1975: 122）。在分贓制度之下，政治忠誠與否成為指派公職的

唯一標準，而因為地方黨部掌握基層票源，使得有意參選公職、黨代表的候選人，

必須臣服在地方黨部之下。這些候選人在競選成功之後，則由地方黨部控制與分配

各種恩惠的官職。分贓制度的另一效應是「政治機器」及其「黨頭目」（party boss）
勢力的興起。 

美國都會地區的政治機器宛如傳統社會中的派系組織。根據 V.O. Key, Jr. (1949: 
389) 的看法，「在某些州，強而有力的政治機器使得黨務組織和派系之間的區隔

變得相當薄弱。但就事實看來，派系本身乃建立在獨立的基礎上，而擔任政黨職務

祇是支配運作過程中的附帶情況而已⋯其間，『酬庸管道』（channeling of 
patronage）成為派系權勢的基礎」。就選舉的角度而言，掌控地方黨部的政治機

器，即等於掌握或擁有獲得社會資源和物質利益的重要「途徑」（access），譬如

公共財源、謀求官職、社區設施、政治權力、解決個人困難，或者官方溝通管道等。

事實上，政治機器便是利用這些資源換取選民選票，以及競選活動的種種需要

（Crotty and Jackson, 1985: 11-12；Wu, 2001: 57-62）。進而，黨頭目得以扶植所屬

黨羽當選，任免人事，亦趁公職之便攫取資源，例如承攬公共工程等。誠如 Leon D. 
Epstein (1986: 159) 所述，黨頭目搖身成為「正式政府架構之外掌握統治權力者」6。 

事實上，政治機器不僅操縱政府人事，亦左右政黨候選人提名的決定。這種情

形一方面使得基層選民的投票選擇大幅受限，另一方面，由於政治機器主導所有選

舉的過程，使得政黨政治徒具形式。誠然，並非所有的地方黨團皆受黨頭目的把持。

                                              
6  興起於〸九世紀末期的「進步運動」（the Progressive Movement，或稱為 the Progressives）即
是意圖打擊政治機器的社會改革運動。進步運動主要致力於建立廉能有效的政府，希冀運用公

權力以革新積弊，反對私人企業獨占政治、經濟與社會利益。再者，進步運動也促成了政府公

職制度的改革，以公職人員「功績制度」（merit system）來取代分贓制度，藉此削弱政治機器
的箝制力，並且阻絕金權徇私的管道。換言之，該運動主要著眼於破除腐化的分贓制度，減弱

大型企業和政治機器的影響力，從而重建經濟個人主義與追求政治民主發展（Ladd and Hadley, 
1975: 33-34）。根據 Richard Hofstadter的見解，打擊政治機器和反對經濟聯合企業，是進步運
動一體兩面的作法；「除非剷除政治機器及其黨頭目惡勢力，除非粉碎特殊利益與政治機器的

貪腐勾結，否則進步運動就不能算是完成」（摘錄自 Epstein, 1986: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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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以地方黨部為重心的分權體制下，尤其是在大都會地區，黨頭目往往能夠

影響政府人事的決定權。 
誠如前述，美國機器政治的運作與台灣地區派系政治有諸多雷同相仿特點，當

然兩者之間亦有其差異。大體說來，其差異之處有二。其一，就形成地域而言，我

國地方派系主要在於鄉土人情色彩濃厚的舊有社區、現代化程度較低的傳統農業地

區，而美國政治機器卻是在工業發展較為集中的大都會地區，其屬於人口流動頻繁

的選區。其二，就其選舉動員對象而言，地方派系經常訴求特定民眾，諸如基層農、

漁、水利會等成員，而政治機器主要訴諸少數族裔選民與移民人口。除此之外，政

治機器與地方派系之間擁有相當的共通性，後文將有詳細說明。 
迄今，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界探討機器政治的文獻甚多，Grimshaw (1992) 嘗

試回顧這些著作，並彙整歸納成為三種分析面向，其分別為經濟學研究途徑、社會

學研究途徑，以及政治學研究途徑。當然，藉由不同分析途徑剖析機器政治的選舉

與組織意涵，往往有其不同的研究焦點。依據 Grimshaw (1992:3-13) 的觀點，經濟

學研究途徑偏重的目標為經濟利益的「極大化」（maximizing）與「交換」（exchange）；
社會學研究途徑著重的焦點在於次級團體的「聯盟建構」（coalition-building）與「代

表」（representation）；政治學研究途徑探討的重心為「菁英自利動機」（elite 
self-interest）與「權力取得」（empowerment）。個人淺見以為，由於機器政治與派

系政治的特徵及其運作有相似之處，因此 Grimshaw 所提出的相關論點，對於台灣

地區派系政治的研究應頗具啟發價值。茲將此三種研究途徑的特點及其差異，依其

定義、選舉動員，以及運作與目的等三個面向，摘錄於表二，並分述如下。 

表二：美國機器政治的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研究途徑之比較 

 經濟學研究途徑 社會學研究途徑 政治學研究途徑 

政治機器之

定 義 

受到單一利益所主導的結

構體系，以贏得選舉勝利

為手段，藉由該政治職位

攫取公共資源和經濟財富

政治機器內部若干具有自

主性的次級單位，且這些

單位各有立場、利益互

異、彼此爭執、對立、牽

制與妥協 

領導菁英考量自身的權力

鞏固，包括獲得、維持，

以及強化其組織內部的掌

控地位 

政治機器選

舉 動 員 

政治機器與社會低層貧窮

民眾結合的主從關係，政

治機器提供各種選擇性物

質誘因以交換民眾的選票

除了提供物質利益之外，

政治機器也因為建立友誼

感情而取得基層選民的信

任與支持，其涉及共同的

文化價值、社會認同，或

者是象徵性立場 

個人政治權力與目標的取

得凌駕於組織整體利益目

標之上，而組織內部次級

單位亦以擄獲政治權力為

標的 

政治機器運

作 與 目 的 

經濟利益的極大化與交換 次級團體的聯盟建構與代

表 

菁英自利動機與權力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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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研究途徑：利益極大化與交換 

諸多學者分析機器政治的基本架構，係依循經濟學觀點。其立論以為，政治機

器被視為是受到單一利益所主導的「結構體系」（structural monolith）。此單一利

益即是以贏得選舉勝利，並藉由該政治職位攫取公共資源和經濟財富。故之，若干

研究者認為，與其將政治機器視為類似政黨的政治組織，還不如將其視為是個嘗試

極大化經濟利益的企業團體。一項研究就指出，「在特定的商業領域之中，政治機

器為一個商業組織─獲得選票與勝選⋯對於經營政治機器和為政治機器工作的人

士而言，只對賺取所得和分配所得會深感興趣─尤其是金錢」（Banfield and Wilson, 
1963: 115）。 

就選舉動員的角度觀之，研究者亦大多以經濟學觀點分析機器政治。一般而

言，教育程度較低、政治功效意識較低，以及自主性較弱的選民（尤其是大部分的

少數族裔與移民），被認為是政治機器偏好進行面對面交換的對象。確切地說，政

治機器與這些低層民眾結合的主從關係，一方面政治機器提供各種選擇性誘因，另

一方面這些民眾以其選票交換經濟利益。在大都會地區，此種互賴互惠的關係以犧

牲公共資源來保障政治機器的經濟特權，這形同於「有組織的賄賂體系」（Banfield 
and Wilson, 1963: 125）。根據此項論述，社會經濟階級底層的選民較易與政治機器

進行交換，形成經濟互惠的夥伴關係，這源自於這些民眾對於物質與社會資源的匱

乏，同時也欠缺足夠的政治意識。因此，「漠視議題、原則和候選人的選民不太重

視或根本不重視自己的選票，相對而言，容易受到引誘，任由機器的支配」（Banfield 
and Wilson, 1963: 117）。 

基本上，這種經濟學的立論是相當嚴謹，且頗具有說服力。以團體組織的角度

來看，政治機器較類似於試圖極大化利益的民間企業團體，而迥異於政黨之類的政

治組織。以選舉動員的觀點視之，政治機器的支持者較類似為了私利而交換選票的

消費者，而不同於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公民。對於政治機器的領導人而言，「它視

為一種童叟無欺的購物經驗。基本上，政治是一個議價的埸所，我們能夠以最便宜

的價格換得商品、完成交易」（Osofsky, 1963: 173-174）。針對一九五○年代的都

會地區，貧窮且缺乏政治經驗的黑人移民與提供物質誘因的政治機器，James Q. 
Wilson (1960: 54) 如此描述兩者之間的交換關係，「政治機器可以在黑人族群之中

繁榮壯大，大部分是因為黑人的地位和需求之故。機器所提供的誘因仍然吸引了很

多黑人，然而，這些誘因對於其他的種族團體而言，大多已經失去吸引力」。 
總體而言，選民動員能力正是政治機器足以介入選舉政治—包括候選人挑選、

競選活動、爭取選票，以及選舉之後的利益攫取和分配等—的主要資產。因此，選

舉動員為評估政治機器實力的準繩。更直接的說法是，政治機器的強弱取決於政治

機器所支持的候選人所能囊括「選票」的多少。在選舉過程中，政治機器透過長期

經營的網絡結構，以交換方式動員社會低層選民，在勝選的合法性基礎上，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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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贓組織，掠取社會公共資源。 

二、社會學研究途徑：聯盟結構與代表 

儘管以經濟學觀點解釋機器政治的形成與運作，確實具有啟發性與解釋力，儼

然成為主流學派。然而，這種論點並未獲致學界普遍的認同。對此，部分研究者提

出不同的看法，舉例來說，Harold F. Gosnell (1935, 1937) 在早期的著作中，頗為詳

盡地描述芝加哥地區機器政治與黑人族群的生態，彙整出分類架構，並且對於經濟

學研究途徑提出質疑。甚者，近期的研究亦提出類似的疑義，尤其在於經濟學觀點

抽象的「演繹途徑」—亦即先假設特定意涵，之後描繪機器政治的特徵，再以此檢

證實際情形。基本上，這些研究奠基於「歸納途徑」的邏輯基礎，透過實證觀察具

體的社會現象，然後再界定機器政治的特質與行為（Bridges, 1984；Erie, 1988；
Guterbock, 1980；Shefter, 1976）。 

迥異於經濟學的立論，Grimshaw (1992: 6-9) 將此派學說定位於社會學研究途

徑。由組織的觀點看來，社會學觀點強調政治機器內部若干具有自主性的次級單

位，探討這些次級團體的功能與角色。從另一個角度觀之，社會學研究途徑質疑經

濟學研究途徑的核心假設，亦即政治機器是受到單一利益所主導，進行物質交換的

政治組織。根據社會學觀點，任何組織均由各個次級單位所構成，且這些次級單位

往往各有立場、利益互異，彼此爭執、對立、牽制、妥協，實屬常態。依此角度觀

之，社會學觀點認為，政治機器的首要功能並非如經濟學觀點所主張的利益極大

化，而是在於建立組織聯盟。就某種程度而言，這種社會學觀點是相當貼近現實的。 
在組織理論領域中，經常呈現「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或稱為「目標導

向模式」〔goal directed model〕）與「自然制度模式」（natural system model）兩

派之間的論辯（Etzioni, 1960；Gouldner, 1959；Wilson, 1973）。在都市發展研究領域

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爭論。一方面，Manuel Castells (1977)、Paul E. Peterson (1981) 等
學者以為，城市政治非常類似政治機器與企業公司，皆受到單一的經濟利益所主

導。然而，另一方面，Stephen L. Elkins (1987)、Michael P. Smith (1988)，以及 Clarence 
N. Stone (1989；亦參見 Stone and Sander, 1987) 等學者則不以為然，其認為在都市

治理的過程中，具有多層且交互重疊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利益，而非僅依循

利益交換與極大化的經濟規則。 
在選舉動員的面向，社會學觀點亦迥異於經濟學所提出的單一動機，亦即政治

機器提供「利益」（favors）交換選票的說法；其認為，除了物質的餽贈、服務，

或者賄賂之外，政治機器也因為提供「友誼」（friendship）而取得基層選民的信任

與支持。對此，Thomas M. Guterbock (1980: 7-8) 稱之為「感情交換」（affectual 
exchange）。這種個人情感的建立，與個別經濟利益截然不同，因為它所牽涉到的

是一種共同的文化價值、社會認同，或者是象徵性立場（Guterbock, 1980: 206-207）。
基本上，政治機器與低層民眾係因為私人情誼而緊密結合；儘管這種人情關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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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過度渲染，但是它確實是個頗為關鍵的因素（Banfield and Wilson, 1963；Andersen, 
1979）。畢竟，政治機器與選民之間深植明確的感情交換基礎，民眾可能會將政治

機器的成員視為夥伴關係。如是以觀，並非政治機器提供物質「利用」了選民，而

是因為政治機器以友誼作為象徵性訴求，並「服務」這些基層民眾。換個角度來說，

社會學觀點認為，選民投票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代表某個團體立場，舉凡族群、種族、

區域、階級、語言、意識形態，以及宗教信仰等，不一而足。 

三、政治學研究途徑：菁英自利動機與權力取得 

除了經濟學觀點與社會學觀點，Grimshaw (1992: 9-13) 指出，政治學研究途徑

較未引起研究者的關切。其認為，倘若綜合政治學觀點與前述兩種立論，將裨益吾

人對於機器政治進行更為完整的瞭解。就團體組織的面向看來，實有必要衡量政治

機器領導菁英的自利動機，而菁英個人動機往往有別於組織利益。換言之，除了追

求選舉勝利極大化利益，以及促進次級團體的合作與穩定而建立聯盟之外，領導菁

英必然考量自身的權益。其關鍵之處在於，對於組織有利的決定，未必對於所有菁

英皆有益。對於菁英而言，核心的利益在於權力取得，亦即「獲得」（gaining）、

「維持」（maintaining），以及「強化」（enhancing）他們在組織內部的掌控地位。

基本上，政治機器領導菁英不能仰仗選舉勝利來滿足權力需求，他們必須藉由控制

組織內部的決策而達成。 
這種觀點與 Robert Michels (1966 [1911]) 所提出的「寡頭統治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不謀而合。寡頭統治鐵律的要義為，任何型態的社會團體或者政治組織，

無論在初始時是如何強調開放與民主化，然而終將淪為少數領導成員所操縱，而失

去其原有的民主性質與精神。這是因為領袖角色的專門化，這些領導菁英不但期望

繼續保持領袖地位，而且必然會利用個人優勢，藉以控制組織結構的重要部分，諸

如決策規則、組織資源、議事程序、專業知識，以及溝通管道等。依此邏輯，組織

利益與菁英利益，這兩者之間往往有所區隔；換言之，最符合組織利益者，未必最

符合菁英利益，反之亦然。儘管仍有部分學者對於 Michels 的法則提出質疑，然而，

這些批判者亦不得不承認，在現實社會中，極難舉證反面案例（Lipset, Trow, and 
Coleman, 1962: 404；Lipset, 1966: 32；Prewitt and Stone, 1973: 20；Harmel, 1989: 
160-188）。 

Michels 論點的張力，來自於他推翻了經濟學觀點所提出假設，亦即任何組織

是為了達到特定目標而理性地建構而成。相反地，Michels 詳盡地佐證菁英如何處

心積慮地重新調整組織結構，使得組織結構能夠契合菁英本身的利益。雖然 Stone 
(1987: 10) 以社會學研究途徑切入，認為領導菁英的首要目標在於建立次級團體聯

盟，但是他仍引用 Michels 的政治學觀點，並推演出「權威的雙重角色」（the dual 
character of authority）概念。正如 Stone 所說，菁英經常使用他們的權威「促進共

同行動，代表共同利益」；然而，與此同時，「當權者擁有某種程度的裁量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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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權也許會用來增強他們所擁有的權力，甚至會擴張他們與其所屬成員所享有的特

權。因此，政治權威得以促進個人與派系的目標；這是權威的第二個面向」。 
若干研究都會地區政治機器的文獻指出，個人與派系的目標可能凌駕於組織的

目標，而政治機器內部冗長的菁英鬥爭和派系衝突是屢見不鮮的（Erie, 1988；Rakove, 
1975；Shefter, 1976）。在這些案例中，吾人可以發現，經濟學觀點所強調的組織

整體利益，往往是難以達成的。再者，縱使原先敵對的菁英與派系得以勉強整合成

為結盟團體，也不能夠確保領導菁英會為了組織的共同目標，而捐棄個人利益。 
以選舉動員的面向觀之，政治學觀點同樣著重於權力的取得。選民可能類似於

個別消費者，和政治機器從事面對面的交易。然而，與此同時，部分民眾也會透過

選舉過程推選政治代表，藉以尋求集體權力。Rufus P. Browning、Dale Rogers Marshall
及 David H. Tabb (1984, 1990) 剖析少數族裔參與治理聯盟，他們以「政治團結」

（political incorporation）該項詞彙，描述少數族裔參與治理聯盟的可能性：「在剛

開始的時候，根本沒有少數族裔的代表；之後，在執政聯盟所主導的議會中，為了

排拒少數族裔的利益，會有部分少數族裔的代表；最後，是最強勢的合作形式，以

強調少數族裔利益作為訴求所組成的執政聯盟，少數族裔代表則擔任重要或者領導

的角色。政治合作的程度愈高，愈有可能影響或者決定政策」（Browning, Marshall, 
and Tabb, 1990: 9）。儘管在爭取集體權力的同時，可能遭遇諸多挫折甚至壓制，然

而，基層民眾對於集體授權的呼聲往往持續不墜。隨著社會環境的轉型與選民的訴

求，機器政治生態亦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領導菁英必須回應特定次級團體的政治

期待。 

肆、結 語 

在社會科學領域之中，研究者遭遇的最大困難，往往不是在於發覺既存的事實

現象，而是在於如何解釋這些現象。顯然地，研究者對於派系政治此一課題的探討

亦面臨相同的處境。 
邇來，國內派系政治相關文獻已累積豐碩研究成果，然而，學者對於若干議題

仍然抱持迥異的觀點。綜言之，如表一所示，其可歸納為三個面向，分別是派系的

定義、派系的起源，以及派系的運作與目的。針對這些面向，主要呈現兩個學派的

論辯。若干研究者嘗試以「二元非正式組織群體」、「侍從主義」界定派系的意涵，

認為派系的形成係「由上而下」，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基礎而「蓄意創造」，派系

的運作目的乃是攫取「壟斷性經濟利益」。反觀，部分學者試圖以「個人感情認同」、

「關係脈絡」界定派系的意涵，認為派系的發展係「由下而上」，因為特定群體需

求而「自然形成」，派系的運作目的乃是建構與維繫「社會網絡」，至於獲致政治

利益與經濟特權只是達到此目的之手段而已。 
假若吾人藉由 Grimshaw 所提出的歸類架構，檢視台灣地區派系政治的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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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應可發現，前述兩種學派相當類似於「經濟學研究途徑」與「社會學研究途徑」。

猶如表二所示，依據 Grimshaw 的觀點，經濟學研究途徑偏重的目標為「經濟利益」

的「極大化」與「交換」，特定利益的互惠關係是重要成分；至於社會學研究途徑

著重的焦點在於「次級團體」的「聯盟建構」與「代表」，個人關係情誼的建立與

維持是關鍵因素。個人以為，由於研究者以不同的研究途徑為切入點，因此剖析的

論點往往相去甚遠，論辯於焉產生。值得說明的是，似乎各種研究途徑均有其優劣

良窳。換言之，沒有任何一種研究途徑是完善的，每一種研究途徑有其特點，亦有

其不足之處。 
個人淺見以為，在派系政治的研究畛域中，除了經濟學研究途徑與社會學研究

途徑之外，國內學界或許應多考量運用政治學研究途徑，這將裨益吾人對於台灣地

區地方派系進行更為完整的瞭解。猶如前述所言，就組織的面向看來，實有必要衡

量領導菁英的自利動機，而菁英個人動機往往有別於組織利益。換句話說，除了追

求選舉勝利與建立次級團體聯盟之外，領導菁英必然考量本身的權益。其關鍵之處

在於，派系團體的利益與領導菁英的利益之間可能存有落差。換言之，符合團體利

益者，未必契合菁英的利益；或者，反過來說，符合菁英的利益，未必與團體利益

吻合。對於領導菁英而言，最核心的利益在於權力取得，亦即控制組織內部的決策

地位。顯然，Michels 所提出的「寡頭統治鐵律」，以及 Stone 所論及的「權威的雙

重角色」，均頗具相當啟發意義。 
簡言之，對於菁英而言，派系並非利益、立場完全一致的組織。領導菁英個人

和所屬次級團體的利益凌駕於組織整體的利益，在諸多縣市層級的地方派系中，是

頗為常見的，其結果往往是冗長不斷的權力鬥爭與衝突，造成組織的分裂與重組。

派系內部次級團體既聯合又鬥爭的互動關係，在候選人提名過程中益發彰顯。以此

角度觀察派系政治，吾人即不難理解，為何派系領導菁英經常刻意壓制某一勝選機

會較大的角逐者，反而屬意勝選機會較小的候選人出線。這也不難瞭解，在雙派系

主義盛行的縣市，輪流提名派系候選人的策略，始終遭受派系成員的強力抵制。這

也可以說明，兩個或三個派系聯合輔選特定候選人的想法，似乎極難實現。就相當

程度而言，我們得將此情形，推論至國內朝野政黨提名候選人的困境。 
作者淺見以為，藉由政治學研究途徑切入探究近來我國若干縣市派系生態變遷

的情形，分析派系領導成員的自利動機與權力鞏固目的，應是頗為適切的研究方

向。相關例證，諸如嘉義縣派系（黃派、林派、蕭家班）的勢力消長與朝野政黨結

盟型態的演化情勢、台中縣派系組織（紅派〔大紅、小紅〕、黑派、第三勢力）其

次級團體不斷的分裂與整合、高雄縣三股派系勢力（黑派、白派、紅派）內部的分

化與合作，以及高雄市在地派系（陳家、王家、朱家）與台南縣地方派系（北門海

派、山派、高派）的激烈政治競逐以致幾近於分崩離析等。本文礙於篇幅考量，難

免掛一漏萬，故在此不擬詳述。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建議，研究者應可採取不同

的研究途徑，透過參與觀察、內容分析、深入訪談，以及歷史文獻等各種分析途徑，

探究派系領袖滿足權力控制的心理動機、瞭解派系的組織利益與領導菁英的個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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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且分析這兩者之間的落差，相信這是值得關注的課題。 
必須再度強調的是，本文僅定位為一初探性質的研究，或可視為未來研究的基

礎。誠然，對於許多關鍵性議題，本文尚無法提出周延的解釋。事實上，本文所提

出的疑問之處恐要多過於解答的部分，惟願拋磚引玉，引發國內學界對於更多的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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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y about the Research on Taiwan’s 
Faction Politics: Learning from the Analytical 
Approaches of American Machine Politics 

Chung-li Wu* 

Abstract 

For the past decade, the research on local factions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paradigms in 
Taiwan’s social sciences. I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burgeoning literature 
investigating different questions of faction politics in Taiwan. On the whole, these issue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ree major aspects: the definition of faction, the origin of faction, 
and the function and objective of factionalism, respectively. This work briefly reviews 
the studies on Taiwan’s faction politics, examining various theories about factionalism, 
and addressing their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Furthermore, because of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local fact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in American urban 
politics, I briefly introduce William J. Grimshaw’s typology of machine politics, i.e., 
economic,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Grimshaw,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mainly focuses on the “maximizing” and “exchange”of economic interests;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alition-building” and 
“representation” of sub-unit groups;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aims at “elite self-interest” 
and “empowerment.” By the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literature on factionalism, it can 
be found most researchers tend to follow the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In 
light of these views, I hold that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could be heuristic to Taiwan’s 
factionalism; in other words, social scientists should focus on the organization interests 
and elite interests and especially the gap between the both, which merits much attention. 

Key words:  local faction, political machine, electoral mobilization, 
clientelism, candidat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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